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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自然主義與人權的基礎 

摘要： 

本文首先指出人權與基督教信仰的辯證關係，兩者（特別在當代的發展）不無張力，但兩者

亦有密切的關係，事實上神學能為人權提供最堅實的基礎，因為人權並非自明的真理，它的

存在(特別在自然主義的世界觀裡)是一個難題，而且它需要超超道德律的支持──這正是基

督教世界觀可提供的。 

 

然而對這種看法亦有不少反對的理由：1) 把人權的基礎建於道德直覺即可；2) 聖經裡並沒

有人權的教義；3) 若基督教是有人權的思想，為何它的發現來得這麼遲？4) 事實上，相信

上帝會破壞人權；5) 宗教並不一定尊重人權；6) 用宗教為人權提供基礎是有排它性的；7) 把

人權的基礎建於我們的需要即可；8) 去為人權尋找基礎並不能解決問題。我一一回應這些批

評，指出人權的神學基礎還是能站得住腳的。 

 

 

前言：人權與基督教信仰的辯證關係 

從一開始，人權與基督教的關係就錯綜複雜，讓我們比較兩份現代人權的奠基性文件：美國

的維吉利亞州權利宣言(1776) 和法國的人的權利宣言 (1789) 。美國的文件肯定所有人受造

時都是平等的(created equal) ，若翻譯為「生而平等」其實已遺漏了「創造」(creation)這重要

概念，正正是基於基督教信仰──每個人都是照著神的形象(imago dei)被造，他們才肯定人有

不可褫套的尊嚴。1另一方面，法國文件的基礎更多是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而這可追溯到古

希臘的人文主義。對他們而言，人權是（大寫的）理性的啟示，而人性就是理性的精神主體，

是有超越性的，也因此擁有尊貴和權利。 

 

我們可以表列這兩個傳統的差異： 

希臘的唯心論人文主義 希伯來─基督教傳統 

自然 創造 

人類皆兄弟──因共享理性 人類皆兄弟──因共享一位天父 

人是理性且自主的自我 人是上帝所愛、創造和救贖的對象 

 

其實這兩個傳統也不是完全對立的，在西方歷史中，這兩個傳統以複雜的方式互動和互相滲

透。然而隨著文化的世俗化，唯心論人文主義也不那麼吃香了，所以哲學家就嘗試為人權提

供各種世俗的論據。神學家對人權的反應也迥然不同，一些神學家認為人權只是世俗化的自

由主義所建構出來的，最終的根源是異教的，甚或指控人權所反映的是人類尋求自主、反叛

上帝的努力。另一些神學家則認為人權的精義本就源自基督教傳統，不單與信仰相容，更是

我們應熱切維護和促進的。 

                                                 
1
 有些人說不少美國立國之父其實信的並非正統的基督教，而是自然神論，這有一定道理，但相信沒有人否定

基督教的影響仍然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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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以降，有清晰的跡象顯示愈來愈多基督教會擁抱人權的論述。天主教其實有多年抗

拒人權語言的紀錄，但最近也改轅易轍。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1979年的聯合國會議上說：

「世界人權宣言以及它之後一系列有關人權的各至關重大層面的宣言和公約（支持兒童和婦

女權利，和種族平等），特別是有關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和公民及政治權利的兩個國際

公約， 我們一定要在聯合國組織內保持它的基礎價值，成員國的良心要面對它們的挑戰，也

必定要從其中不斷支取靈感。」 (Bakalar, p. 14) 在新教中也有支持人權的廣泛共識，如在歐

洲，大多數主流宗派都起草了一些支持人權的宣言，一些知名神學家（如莫特曼）也積極參

與(參Miller) 。當中普世教協(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對人權特別熱衷：「基督徒去爭取

人權，就是對耶穌基督作出根本的回應。福音指導我們愈來愈積極去在我們的社會中找出和

糾正對人權的侵犯。」(引自Norman 1979, p. 32). 一些重要的福音派領袖，如司托德（John 

Stott）、賽達(Ronald Sider) 和蒙哥馬利(John Warwick Montgomery) 也嘗試把聖經與人權調

和。 

 

整體而言我對以上發展是認同的，也同意基督徒有責任維護基本人權，如若望保祿二世所言：

「每一個人──無論多容易受傷和無助，無論年青或年老，無論是健康、傷殘或有病，無論

對社會有多大用處或生產力──都是照著神的形象和樣式被造且擁有不可估量的價值…我們

要尊重每個人，特別是那些最軟弱和不能保護自己的。」 (Bakalar, p. 13). 然而我認為不可不

加批判就全盤接受現今流行的人權意識型態，第一，事實上人權的陳構和基礎往往有分歧甚

或矛盾，在各種人權觀中，有一些可能會比另一些與基督教信仰更吻合。例如自由主義者的

人權觀往往會過度重視個體的權利。第二，一些人權本身是很好的，但一旦絕對化卻會帶來

扭曲和惡果。第三，雖然不少神學家熱衷於基督教和人權的對話，但往往真正牽著他們鼻子

走的是時髦的人權潮流，而不是信仰。如諾曼(Edward Norman) 指出：「教會領導一代又一

代地把身邊的世俗文化的道德和政治理想漸漸吸納」並不罕見，但這裡蘊藏一個危險：為了

把當代的道德理想等同褔音精神，就不斷調較對宗教教義的理解。事實上不少擁抱人權運動

的人，基本上把教會的存在目標等同了西方自由主義的目標──其時代性理念變成永恆真

理，而「人權運動的目標就被賦予上帝律令的權威。」 (Norman 1979, p. 33).
2
  

 

愛納迪夫(Michael Ignatieff)是哈佛大學一個人權中心的主任(Carr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Policy) ，他也說：「若把人權視作一個『世俗宗教』…就誤解了人權：它不是教條，也不是

形而上學。若把它變成教條或形而上學，只是把它變成一種偶像崇拜：人類崇拜自己。把人

權的道德和形而上宣稱的地位提昇，原來的目的可能是想增加它的普遍號召力。事實上適得

其反，這只會令那些並不需要西方世俗教條的宗教和非西方族群更加懷疑。」 (Ignatieff, p. 

53) 我們看到就算這位人權的世俗思想家也提醒我們不是把人權變成偶像崇拜，那

神學家豈不更應從信仰角度批判人權的絕對化和偶像化嗎？事實上隨著人權的項

目不斷繁衍，且在公共領域愈來愈有影響力，「人權」與信仰的張力也日益明顯，

例如同性戀權利、墮胎權、宗教自由的邊緣化等爭議。 

 

                                                 
2
 諾曼本身不反對基本人權 (參 Norman 1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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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歐洲議會就積極推動同性戀權利，這就與一些有深厚宗教傳統的成員國產生

衝突。在2006年，歐盟決議把恐同症(homophobia) 刑事化，很大程度就是針對波蘭和立

陶苑的。一些同志運動和人權運動的活躍分子當然為這決議雀躍，但另一些人卻認為這是對

宗教價值的攻擊。例如歐洲主教團議會(Council of European Bishops’ Conferences)的秘書長佐

丹奴(Aldo Giordano)說：「這宣言反映了對我們傳統中某些價值的厭惡，特別是宗教價值。

這些決議也令歐洲議會有失去合法性的危機，因為相當清楚，某些課題（特別是與家庭有關

的課題）並非歐盟直接仲裁的範圍，而是應由個別國家仲裁。…看起來在歐盟內主導的是某

種多元主義的意識型態，它認為所有存在的東西就是好的。我們真的缺乏對甚麼是真正切合

人性、甚麼是豐盛人生、甚麼是善是惡是真理的反省。」 

 

事實上一些人權擁護者把教會視為人權的敵人，他們且毫不猶豫贊成用強制手段逼使教會改

變。羅拔臣(Robertson) 說：「在廿一世紀，人權運動要繼續與它的傳統敵人（軍隊、教會和

國家）爭戰，它愈來愈要倚賴國際法去提供打擊那些建制勢力的槓桿。」(Robertson, p. 383) 所

以艾凡斯(Malcolm Evans) ──英國比理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 的公共國際法教授─

─的懷疑態度不無道理：「要把宗教與人權混合在一起並不容易，把兩者結合在一種光榮的

共生關係中或者是有可能的，但到今天為止的經驗並不叫人鼓舞，我們也不應被兩者表面上

的共鳴蒙騙。」 (Evans, p. 177) 就著歐洲人權運動而言，我想艾凡斯的觀察是對的，但我並

不認同歐洲的趨勢就等同人權的唯一解釋。若摒除那些較極端的詮釋，我仍相信核心人權與

信仰之間的確存在「一種光榮的共生關係」和「共鳴」，透過思考人權的基礎，我們可以看

到這點。 

 

  

人權的基礎 

人權是否不證自明呢？ 

對現代社會公民而言，人權的論述是如此普遍，所以也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然而一旦認真

考究，以下問題也不是容易回答的：「人權的基礎是甚麼？為甚麼人類有人權？我們如何能

知道哪些是人權，哪些不是？」一些哲學家乾脆不答這些問題，直接宣告人權是不證自明的，

如威廉士(Bernard Williams) 說：「對最基本人權的侵犯是不證自明的：差不多每個地方的每

一個人都能看到它們是權力的濫用。」(Williams, p. 57) 然而從人權歷史看，現代人權的確是

新近的發明，就算世俗人文主義者庫爾茨(Paul Kurtz)也承認，「並非所有種族或國家都認為

這些主張是不證自明的，只有經過長期的衝突，統治者才肯承認人權；亦只有經過血腥的內

戰，人權才延伸到奴隸身上。」(Kurtz, p. 181) 事實上在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中，人權是聞所未

聞的。 

 

 

人權與自然主義世界觀 

再者，人權的確有一些形而上涵義，它是否成立 ，要視乎它的世界觀載體是甚麼。例如國際

特赦組織的手冊這樣說：人權「運動的訴求最終被一個信念指導，就是每一個人都有內在價

值. ...  它肯定一個現在已寫在國際法裡的一個普遍價值，就是每一個人單單因為他或她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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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就應擁有安全和尊嚴──人權。」(p. 10) 只有基於這個信念，我們才能堅持無論實際

的法律和政府的實踐是如何，人權的要求都是成立的。若沒有這個堅持，又如何能用人權的

理念去審判政府的實踐呢？然而另一個問題產生：「為何每個人都擁有這種內在的價值和尊

嚴呢？」 

 

對一些接受科學主義和自然主義世界觀的人而言，這問題特別逼切，因為按照自然主義，人

類只不過是一些按照自然定律，再加上機遇，由死物偶然演化而來的產品而已，他們也命定

在太陽系崩潰那一瞬間灰飛煙滅，在這種世界觀裡實在難以為人類找到任何終極目的和意

義。說到底，人類只不過是眾多掙扎求存的動物的一種，為何我們相信他們擁有一種神秘的

尊嚴，是死物或其他動物沒有的呢？ 

 

 

超越道德律為人權提供穩固基礎 

不少哲學家都嘗試證立人權，我在這裡不能一一處理，只能初步假設若純粹以世俗主義為前

提，然後證立人權是相當困難的。3一些哲學家也承認這點，貝多（Hugo Adam Bedau）就如

此結束他論人權的文章：「當我開始寫這些評論時，我想我能夠說明為何我們擁有我們有的

人權；我沒有做到，我也看出我不能夠做到……但和我一樣情況的，大有人在。」4另一個哲

學家格維爾特(Alan Gewirth) 亦提出他的人權論證，他且認為他的論證是別人不能否認的。然

而這招來丹圖(A.C. Danto) 的批評：「傑佛遜說我們認為這點──我們有人權──是不證自

明的…因為若比較人權的宣告本身和試圖證立它們的論證，他感到更確定的是前者而非後

者…論到人權的確應該如此，我們宣告我們擁有人權，然後看看他人是否承認這些人權。」

(Paul et al, p. 30) 

 

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貝多認為我們有人權但說不出甚麼理由。另一個人權專家亨金

（Louis Henkin）最後只能這樣說：「對我們的時代而言，我們能夠(和必須)透過某種自然法

的當代普遍版本(無論是宗教或世俗的）去證立人權，這就是訴諸有關人類尊嚴的共同道德直

覺。若這種證立不足夠，那也只好如此。我們只能期望它能持續下去！」 (p. 35) 這種策略

是世俗人文主義者常用的：他們確信人有人權，但就是難以為人權提供本體論的基礎。 

 

對基督徒而言這一點也不出奇，尼采宣告上帝已死，很多人附和，但他們卻沒有注意到，伴

隨著上帝之死就是人的死亡。尼采盼望上帝之死帶來人的釋放，甚或成為超人，然而他在人

當中能找到的只是權力意志，無論如何，在無神論的世界裡，是難以解釋為何人有客觀的尊

嚴：自然界的物理事實是沒有價值可言的，那如何由這樣的基礎衍生有崇高價值的人性尊嚴

呢？若所謂人性尊嚴只不過是社會和文化的建構，那我們又憑甚麼說有權有勢的人侵犯他們

的「權利」一定是錯的呢？總結而言，世俗人文主義難以為人權提供穩固基礎，因為它的自

然主義世界觀並沒有超越的參照系，也不能為人性尊嚴提供根基。這樣，它沒有真正為人權

                                                 
3
 我會在另一篇文章處理這問題。 

4
 Hugo Adam Bedau, "Why Do We Have the Rights We Do?"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1(1984):56-72. See also 

Louis Pojman, "A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Egalitarianism: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Faith and Philosophy, 

8(1991):481-504; "Are Human Rights Based on Equal Worth?"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LII(1992):60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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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性提供足夠的基礎，也往往導致不平衡的人權陳構方式。 

 

 

既然如此，或許我們有理由探索神學能否對這問題作出貢獻，斯達候斯 (Max Stackhouse)說：

「根據二十世紀歷史的證據，宰制和意識型態是人類經驗的自然傾向，除非他們受一些有關

超越道德律的決定性洞見所制約。這些道德律要求我們尊重所有人的權利，告訴我們並非全

然自主的存有，而是活在一些非由我們製造出來的普遍原則之下的受造物。有一種觀點認為

道德律只不過是人類的意志和智慧的產物，這觀點不單狂妄，更導致最可怕的專制和剝削─

─那些有意志和自以為智慧的人既認為自己不受任何先存的道德律規限，就作出這些事來。

有一些傳統尊崇超越人類的道德原則，它們就能提出更強的解釋，為何在任何處境中人權都

應被提倡、維持和鼓吹，縱使在這或那族群裡的社會歷史裡並沒有人權。」(p. 13). 

 

他進一步論證：「某些神學原則對人權理念的維持是不可缺少的…  雖然人權理念牽涉到關

於人性一些相當深刻且有潛在普遍性的涵義，它最終並非一個完全自足的理念。它缺少了一

個理性可維護的理解──就是我們都置身於一普遍道德律之下，且每個人都是由一個上帝賦

予的核心所構成，而這核心就是我們在這道德律前有『擁有權利的權利』的終極基礎。…  事

實上，神學理念往往是一些支持普遍人權的非宗教哲學的不可或缺的根源，只是不被承認而

已。…每個人單單因為他是人就必須被賦予一種尊嚴和尊重，因此對他的人格、關係和信念

的侵犯是不可接受的。再者，因為所有人和文化都置身於一個非由人建構、也不能由人解構

的普遍『更高權威』之下，所以無論是不同國家的不公義法律、任何文化的不公義習俗或任

何宗教的不公義實踐，只要它們容許或倡導對[人格] 核心的侵犯，人們就可以嘗試改變它

們。…  政府的權力應該受到限制，因為有些事物是如此神聖，所以沒有一個政權是有資格

去控制它們的存在。」(pp. 15-6) 

 

就算斯達候斯論到神學框架的不可或缺時或許有點誇大（我想最少要更多論證），5說神學能

為人權提供相當好的基礎，甚至比世俗理論更好，是有初步合理性的。6然而這種說法也受到

不少批評，我們就在下面看看斯達候斯的觀點能否站得住腳。 

 

有神論真的可以為人權提供基礎嗎？──質疑與回應 

1) 人權的基礎是道德直覺？ 

亨金的回應訴諸自然法和人性尊嚴的直覺，當然，直覺都是「不證自明」的，而我們上面已

提到這說法的問題。然而我在這裡想指出，訴諸直覺其實與有神論的人權觀並不矛盾，例如

馬里坦(Jacques Maritain) 亦就人權提出自然法的進路，7他相信人的理性能發現一種秩序或傾

向，而這秩序是人類存在的目的。(Maritain, p. 35) 這不是說人性在本體論上是自主的，但的

確在認知的層面上是有某程度的「自主」。 然而他也指出自然法是寫在人性的深層，我們對

它的認識有時不太完全，所以它在歷史中也有不斷的發展。最終當福音完全滲透人性核心時，

                                                 
5
 有時他也會說得溫和點，只是說神學的基礎較好。 

6
 我也相信神學角度有助糾正某些對人權的片面發展，但這要另一篇文章處理了。 

7
 自然法是翻譯英文的 natural law，亦可譯為自然道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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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才顯得圓滿。 

 

這自然法的內容是甚麼呢？它肯定人的權利建基於他是整體的人格(a whole person)這事實

上，也因此他就是目的本身，而不單純是達成其他目的手段。權利和義務是銀幣的兩面，兩

者都是建基於人的靈性自由，但人被賦予這自由，其目的是讓他完成他的屬靈命運，也因此

他有權要求他能這樣做的必須條件（人身安全、思想自由、宗教自由等）。在這框架中，人

類有人權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上帝有權要求每個受造物尊重祂設立的秩序，但構成這秩序的

不是一些孤立的個體，而是人與他人和世界的關係。首要的人權是人有權利照著他良心所辨

悉的路，去實現他永恆的命運；其他人權則是從這首要人權和人性衍生出來。 

 

雖然理性原則上可發現自然法，但馬里坦容許我們對自然法的認識是有不同程度的（也不可

忘記墮落對我們認知能力的影響），有些人甚至完全壓抑了這種自然法的認識，例如屠殺猶

太人的納粹黨。基督徒雖然指出無神論世界觀（如自然主義）難以推論出人權，但並不排斥

無神論者能用直覺得知基本人權的存在，這是上帝的普遍恩典。人們似乎較有能力辨悉一些

嚴重侵犯人性的惡行，然而辨悉甚麼是豐盛人生的能力則顯得較薄弱。不幸的是，這些道德

直覺很容易被虛假的意識型態、自私自利、扭曲的激情和文化所腐蝕。幸好亦有些時這些直

覺能突破重重枷鎖，肯定地宣告人格的內在價值和尊嚴。例如在中國文化中，孟子透過孺子

將墮於井的例子激發我們內蘊的惻隱之心和是非之心，而今天大部分人聽到希特拉的暴行後

還是義憤填胸的。 

 

這些都反映我們對人性尊嚴有一種基本認知。當然，這不表示基督徒相信人在墮落之後對人

性的終極目的有完全的認識，墮落不能完全摧毀人所擁有的神的形象，8但這形象的確被扭曲

了。所以一方面我們不否定人對基本人權有某程度的直覺認知，也認為對人權的爭取不一定

是反映人的反叛，因為它也可能植根於殘餘的神的形象和上帝的普遍恩典，因此我們對基本

人權是肯定的。然而因著神的形象的扭曲，我們不能確保人對人權的演繹和發展必然是正確

的，所以基督教對人權運動也可以存有批判性的。 

  

訴諸直覺不單不可以推翻有神論的人權觀，它事實上不能解決如何在自然主義世界觀中證立

人權的問題。直覺是指我們能不用推論而直接地把握某些真理，但這並沒有解釋為何是這真

理而不是其他「真理」。當我們用直覺把握一些邏輯的必然真理時，的確不需要進一步解釋，

因為它是必然真的。然而「人類自然地擁有尊嚴和價值」並非必然真理，我們很難避免這些

問題：「為何是人而不是其他事物有這種尊嚴？人是基於甚麼屬性才擁有這尊嚴呢？」關鍵

不是自然主義者能否認知人權的存在，而是他們如何能在他們的世界觀中解答以上本體論的

問題，訴諸直覺充其量是答了有關人權的知識論問題，似乎對解答本體論的問題幫助不大。 

 

2) 聖經真的有人權的教義嗎？ 

庫爾茨質疑我們是否能在聖經中找到人權的教義：「若人權是上帝賦予的... 那為何要花上這

麼長時間宗教才承認人權的存在？又為何我們難以在聖經中找到這些人權？」(Kurtz, p. 181) 

                                                 
8
 若這形象完全被摧毀，人還可說是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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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縱使承認庫爾茨的說法，也並不能推翻以上的論證。當我們考慮宗教信仰的涵義

時，不能只考慮個別的經文，而是考慮整體的世界觀。以上已解釋有神論世界觀能為人權提

供堅實基礎，而自然主義世界觀卻較難，我看不到庫爾茨有提出能成功反駁以上論證的論據。 

 

再者，我們理解聖經或其他經典時，不能簡單看某詞語是否存在，例如「自由意志」不存在

於聖經中，但我們看到從起初神就讓人有選擇，就可指出這已蘊涵了「自由意志」的理念。

同樣道理，「人權」這兩個字可能不存在於聖經中，但當我們仔細看經文，就看到很多是支持

人的尊嚴的，而這就是人權的基礎，另外也有經文提到某些範疇的權利(如律法書和先知書裡

多次提到法律的正義、經濟公義等），一些神學家（如蒙哥馬利、馬素[Paul Marshall] 和賽達）

已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功夫，我不贅了。 

 

3) 為何人權的「發現」來得這麼遲呢？ 

庫爾茨在上面也提到人權的歷史起源問題，但他的理解相當不足，他的看法反映常見的世俗

主義觀點，認為人權是啟蒙運動為了與教會鬥爭才創作出來的。然而不少新的歷史研究指出

這說法的不確。維特(John Witte)是愛莫利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法律教授（Jonas Robitscher 

Professor of Law），也是那裡的法律與宗教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Law & Religion)

的主任，他在近作The Reformation of Rights: Law, Religion, & Human Rights in Early Modern 

Calvinism(2007)追溯人權的起源，指出「人權純然是世俗主義（如啟蒙運動）的孩子」的說

法是神話，事實上人權的理念可追溯到羅馬帝國的制度、中世紀文化和宗教改革，特別是宗

教改革對人權的建立有莫大的影響，和提供豐富的理解，但維特慨歎：「今天太少人知道和

使用這些[對人權的理解] ，就算很多新教的圈內人也是如此」(Witte 2007, p. 334)。這樣看來，

啟蒙運動的確為人權帶來決定性的發展，但之前人權思想已在基督教傳統中孕育了多個世

紀，所以說人權思想在宗教裡是近期才突然出現的說法，與事實不符。 

 

再者，去充分發掘我們的信念的所有涵義，本來就是相當困難的。例如畢氏定理(Pythagoras’ 

theorem)是可以由我們很多人都認識的公理推論出來的，但若不是別人指出，又有多少人發覺

呢？不然，就難以解釋證明了某些數學定律也能賺得一個諾貝爾獎。同樣道理，基督教信仰

的一些涵義有時的確需要長時間的發展才能充分揭示出本，特別在社會和政治層面。因此，

我們相信人權理念的各種元素在聖經和基督教傳統中已潛伏多時，但需要在合適的處境中這

些元素才結合而成人權的理念。最後，若認為人權是客觀存在的世俗主義者，同樣也要解釋

為何它不僅僅是一個新近的發明，這問題對他們可能更為嚴重。 

 

 

4) 宗教信仰不是會對人權帶來威脅嗎？ 

庫爾茨認為若承認上帝存在，那就有一個問題：在上帝面前人並不能宣稱有甚麼權利。他說：

「在伊甸園中，人權肯定並不存在。因為亞當和夏娃吃了禁果，他們就被趕出伊甸園，連聆

訊的機會也沒有，看來他們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根本就沒有甚麼權利。」 (Kurtz, p. 181)  這是

對人權的誤解，人權主要是用於社會和政治領域，指我們能理所當然地對他人和政府作出的

要求，上面已指出，在基督教世界觀裡，正正因為人權的要求植根於上帝的要求和創造秩序，

這些要求有普遍的有效性，是他人或政府都不能忽視的。然而這樣理解的人權，是「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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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賜，是上帝豐盛恩典的表達」(Marshall, p. 311) ，並不意味著自我在上帝面前也能完全自

主。 

 

 

5) 宗教似乎也不一定尊重人權？ 

亨金說：「在促進人權的道德理念和政治意識型態的工作上，宗教的參與並不顯著。當一些

宗教嘗試把人權植根於它們的『神學』時，就面對不少困難…  差不多每一個宗教都曾包含

一些被人權理念和它們的擁護者所譴責的教義。」 (p. 32) 愛納迪夫也表達相關的憂慮：「相

信人類是神聖的並不一定能強化[人權的] 律令，結果往往適得其反：一些酷刑或逼迫的

行為往往是以一些神聖目的之名合理化的。一個純粹世俗化倫理的強處正正在於它堅

持沒有任何『神聖』目的能合理化對人類的不人道行為。」(Ignatieff, p. 88) 

 

這些憂慮不無道理，但出路真的是斷然否定所有「神聖價值」的存在嗎？假設沒有東西是神

聖的，那我們固然不能以神聖之名合理化不人道行為，然而那時我們又能用甚麼理由強烈

譴責和禁止「不人道行為」呢？我們還能說因為侵犯人權就是侵犯了人性的神聖（至

少是崇高）價值，所以是絕對不容許的嗎？再者，對神聖的信念既非不人道行為的必

須條件，也非其充足條件，例如憤怒、嫉妒、貪念等都足以產生不人道行為。事實上

當愛納迪夫思考了一些批評後，他這樣說：「有些人相信若要維持人權的信念，我們是不能

完全摒棄所有內在尊嚴的觀念的。我現在看到這說法是有力的…我仍然認為『尊嚴』的概念

是有困難的，人類尊嚴的形式和表達有很多種，而我感到當中有一些是相當不人道的…尊嚴

的概念有其文化獨特性和相對性，我們很難繞過這事實。」(Ignatieff, p. 164) 這樣看來，關鍵

在於我們是否擁有合宜的神聖或尊嚴的概念。同樣道理，關鍵也在於某宗教的內容是甚麼，

我們並不需要一刀切地否定所有宗教和神聖的理念。 

 

斯達候斯明白地說：「我並沒有宣稱所有宗教都必然支持人權，因為很多宗教所提供的

支持是非經常和簡接的。」(p. 15) 所以他的論證並不是應用到所有宗教，而只是應用到包

含他的公共神學的宗教。他只是說這種宗教能為人權提供理性的基礎，至於它能否在人權運

動中發揮巨大影響力，則是另一個問題。亨金有關宗教也可能濫用人權的觀察是正確的，但

嚴格來說與斯達候斯的主張是不大相干的。再者，有關人權實踐的問題異常複雜，我認

為亨金或許低估了基督教傳統對人權運動的興起和發展的正面作用，但這要另外處理

了。 

 

6) 以神學為人權的基礎不是有排他性嗎？ 

亨金亦說：「人權作為一個哲學、意識型態和政治的理念…它希望獲得一種普遍性，所以它

也需要一個有普遍吸引力（或最少有廣泛認受性）的基礎。然而神學（是否『公共』也好）

卻不能提供這種基礎。…對一些人而言，訴諸上帝是不需要、有排斥性和引起分化的。…  我

們盼望那些高舉宗教旗幟的人不會排斥那一大批非宗教或信奉其他宗教的人，或對他們為普

世所有人爭取人權的努力潑冷水。」(Henkin, p. 34) 

 

上面已解釋，我們沒有說過不相信的人就不能認識人權或不能爭取人權。假設非宗教人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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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的框架裡證立人權，那他們自然不會受斯達候斯的觀點困擾。假設非宗教人士不能

在他們的框架裡證立人權，那他們仍然能憑信心或建基於直覺接受人權。假若某些人發覺不

能證立人權，又不滿足於單單憑信心接受，那他們也可改為接受一個能證立人權的框架。若

亨金暗示斯達候斯有意排斥非宗教人士或對他們潑冷水，那實在是誤解了。再者，關鍵

問題是甚麼世界觀能為人權的普遍性提供最佳的支持，而不是去為人權尋找一個所有人

都接受的基礎，事實上在我們多元文化的世界裡，無論是世俗或宗教的框架，又或是亨

金提到的自然法或道德直覺，都不能擔任這角色。 

 

7) 人權的基礎就是我們的需求？ 

安培亞(Anthony Appiah) 說：「我們並不需要首先同意我們都是照著神的形象被造，或我們

都擁有源自人性本質的自然權利，才能同意以下事項：我們不希望被政府官員施加酪刑，我

們也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家庭和財產被侵害。差不多所有地方的普通人…都渴望受到他們的

同胞的尊重，並相信除非他們作了惡，那他們的確是配得尊重的。」(Appiah, p. 106) 他也認

為：「我們能明白人權論述之所以成功，一大部分原由就是它能向身處大異其趣的位置和傳

統的人說話。也是因為這種共鳴和共識…我們不捲入形而上的辯論也能維持人權。」(Appiah, 

p. 109)  

 

毫無疑問，當人權是對他們有利時，大部分人對人權都會趨之若鶩，人權論述在全球也的確

相當成功，然而這些事實並不足以解答本文提出有關人權的問題。要知道大部人也對消費品、

財富、娛樂和性有強烈需求，這也是鐵一般的事實，消費文化和色情文化在全球亦是非常成

功──甚至可說是勢如破竹。但我們能因此就說人們對消費品、財富、娛樂和性那種永不能

滿足的需求也是基本人權嗎？不能，那就表示安培亞的觀察並不能提供人權的真正基礎。 

 

8) 回歸第一原則並不能解決爭議？ 

安培亞亦說：「回歸第一原則只不過把我們從一個分歧的領域遷移到另一個分歧的領

域，我們似乎並沒有理由更能預期在那裡可以解決爭議。」(p. 108) 尼爾遜(Kai Nielsen) 

也認為以上帝作人權的基礎並沒有特別好處，因為上帝的存在本身亦是不能證明的前設。既

然如此，為何不乾脆把所有人的內在尊嚴和人權（並因此配得尊重）視作最基要的前設？9
  

 

我相信費德曼(Maurice Friedman) 對尼爾遜已作出決定性的批評，他指出：「若A尊重B

只不過因為他相信他這樣做有助實現他自己的需求，那我們並不能說A真的是尊重

B。」(p. 326) 「真正的尊重包含了這種看法：某對象受到尊重，單單是因為它配受尊重。…

或許我們基於長遠的私人利益也有很好的理由接受尊重他人的原則，然而若一個人是基於這

些原因接受這個原則，那我們不能說他真的是在尊重他人。」(p. 327) 假若人權的普遍性的

唯一根基就是我們一個任意、沒有充足理據的決定，那我們也可在任何時候決定不再接受人

權，這也意味著人權並沒有它應有的客觀性和絕對性。結論就是：「若缺少了一個宗教框架，

慈悲的倫理最終變得自相矛盾…我們必須把慈悲的原則理解為有普遍應用性，有無條件的約

束力，並植根於人類的內在價值。當我們持守這原則時，我們需要作出自我犧牲，並不能考

                                                 
9
 Kai Nielsen, Ethics without God, revised edn. (Amhers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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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短期或長期的自我利益。再者，我們不能單單基於一己的抉擇去持守這原則 …  相反，這

原則必須是基於『事物的終極本質』的。在尼爾遜的世俗慈悲倫理的框架中，這些特性都付

之厥如。」 (p. 330) 

 

費德曼的討論有很多洞見，為了使它的論證更易明白，我把它簡化如下： 

(A) 當我們說A有人權和值得我們尊重時，我們是說：A應受尊重，這是因為A擁有內在的價

值使A配得我們尊重。 

(B) 契約論或抉擇論的看法是：當我們說A應受尊重，只是因為：這種態度長遠來說能促進我

們的自我利益；或這純粹是基於我們一個不能在本體論中找到支持的抉擇。 

(C) 若(B) 成立，則是說A 應受尊重，並不是因為A擁有內在的價值使A配得我們尊重。這與

(A) 是矛盾的。 

因此，無論是用契約論或抉擇論的進路去衍生人權和人應受尊重的結論，都是自相矛盾的。 

 

結論 

我在本論文指出人權的基礎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特別對自然主義者而言。相對來說，上帝的

超越道德律能為人權提供穩固基礎。接著我探討世俗主義者對這觀點的種種批評，但論證這

些批評並不成功。看來有神論的人權觀有初步合理性，值得尊重和進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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